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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旗海位于东亚季风边缘的干旱-半干旱过渡带，是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高度敏感的典型湖泊生态系统。厘清气候

驱动的自然演变过程与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变化之间的差异，是理解该区域湖泊生态系统响应机制的核心科学问题。本研究

以黄旗海为对象，基于沉积物中可见-反射光谱(VRS)重建的叶绿素 a(Chl.a)浓度和可见-近红外光谱(VNIR)重建的湖水总有机

碳(TOC)浓度，追溯了过去约 1600 年来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与湖泊营养状态的历史演变。结合沉积物中的 TOC、总氮(TN)、

总磷(TP)、粒度、磁化率及地球化学元素等多种环境代用指标，系统探讨了黄旗海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驱动因素。

结果显示，约 820 AD 之前，尽管气候湿润，东亚夏季风增强，流域径流导致水体光透度下降，抑制了湖泊初级生产力。820-1500 

AD 期间，气候温暖湿润促进了流域植被的发育，湖泊营养盐显著增加，突破了生态系统响应阈值，显著提升了浮游植物生

产力与湖水 TOC 浓度，生态系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1500 AD 以来，尽管气候转为冷干，但流域农业活动增强导致土壤侵蚀

和养分输入增加，维持了相对稳定的藻类生产力状态。进入 20 世纪后，受气候变暖与蒸发增强共同驱动，以及地下水过度开

采与湖泊资源开发等人为干扰加剧，湖泊水位明显下降，藻类生产力显著降低，表明生态系统面临显著退化趋势。本研究揭

示了黄旗海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的非线性、阶段性演化特征，突出强调了土地利用、地下水调控与水

文过程对干旱-半干旱区湖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为区域湖泊生态系统的恢复管理与水资源适应性调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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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in the arid–semi-arid transition zone on the margin of the East Asian monsoon region, Lake Huangqihai 

constitutes a typical lake ecosystem highly sensitive to both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Disentangl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limate-driven natural processes and anthropogenic ecological alterations represents a key scientific 

challenge in understanding the response mechanisms of lake ecosystems in this area. This study re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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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phytoplankton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trophic state over the past ~1600 years in Lake Huangqihai using visible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 (VRS)-inferred sediment chlorophyll a (Chl.a) concentrations and visible–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VNIR)-inferred lake water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concentrations. These proxies were integrated with analyses of 

sediment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total nitrogen (TN), total phosphorus (TP), grain siz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geochemical element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ecosystem dynamics and their driv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efore 

~820 AD, although the climate was humid and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intensified, runoff from the watershed 

reduced light penetration in the lake, suppressing primary productivity. From 820 to 1500 AD, warm and humid conditions 

promoted watershed vegetation development, increasing nutrient inputs to the lake. This nutrient enrichment likely exceeded 

ecological thresholds, substantially elevating phytoplankton productivity and lake water TOC concentrations, and driving 

significant shifts in ecosystem structure. After 1500 AD, despite a transition to cooler and drier conditions, intensified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resulted in enhanced soil erosion and nutrient fluxes, sustaining relatively stable algal productivity.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 combination of climatic warming, increased evaporation, and heightened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s—including groundwater over-extrac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lake resources—led to considerable lake level 

decline and reduced algal productivity, signaling ecosystem degrad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a nonlinear and phased ecosystem 

evolution in Lake Huangqihai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underscor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land use, groundwater management, and hydrological processes in regulating the stability of lake ecosystems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These insights offer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ecosystem restoration and adaptive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imilar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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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作为地球表层重要的淡水资源，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高度敏感，是连接大气、水体、陆

地系统以及碳循环过程的关键环节[1,2]。作为流域环境变化的重要指示载体，湖泊的水文过程、生态结构

及沉积物组成能够记录气候波动、土地利用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历史过程[3,4]。在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协同

作用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正经历深刻变化，表现为初级生产力增加、营养状态

恶化及生物群落重组等[5-7]。例如，非洲、土耳其和西伯利亚部分湖泊因升温和蒸发增强而出现水位下降

甚至干涸现象[8-10]；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高纬区永久冻土融化亦导致湖泊面积缩减和生态退化[10]。在中

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特别是东亚季风边缘带，由于水热条件剧烈波动，成为湖泊生态系统最敏感的生态

交错带之一[11]。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区域，因降水减少与人类用水需求增加，许多湖泊水位下降，部

分湖泊甚至干涸[12]；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如农业灌溉、围垦和水利工程)加剧了湖泊富营养化、生物多

样性下降和水文过程的变化[6]。然而，当前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相对贡献及其交互

机制的认识仍存在显著不确定性，这也是当前区域生态研究和管理实践中亟需突破的关键科学问题[13]。 

湖泊沉积物以其高时间分辨率和连续沉积记录的特点，为解析湖泊生态系统演化及其驱动机制提供

了理想载体[14,15]。基于硅藻、枝角类、孢粉和生物标志物等多生物指标重建方法不断发展，显著提升了

对湖泊生态演化历史的研究[16-19]。然而，不同指标受制于特定环境条件而存在局限。例如，在部分碳酸

盐含量较高或经历长期干涸的湖泊中，硅藻壳体易发生溶解而保存较差，可能导致沉积记录中断或不完

整[20,21]。相比之下，沉积物中的叶绿素 a(Chlorophyll a, Chl.a)作为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可靠代用指标，

能够较为稳定地记录湖泊初级生产力的长期演变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生物指标在特殊环境下

的局限性[22]。近年来，可见-反射光谱技术(Visible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 VRS)因其分析快速、操作非

破坏性、无需化学预处理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湖泊沉积物中 Chl.a 及其降解产物的定量分析[22-25]。该

方法通过测量 650-700 nm 波段的光谱反射特征，捕捉原始 Chl.a 及其主要降解产物(如 pheophytin a 和

pheophorbide a)的共同光谱响应，从而有效反映沉积物中浮游植物总量的历史变迁[24]。 

过去十余年来，VRS 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湖泊类型的初级生产力重建中，涵盖了受气候变化、

自然与人为富营养化以及湖泊人为干预等多重压力影响的生态系统[22,26]。这些研究不仅验证了 VRS 技术



在不同生态背景下的适用性，也为揭示湖泊生态系统对外部扰动的响应机制提供了重要手段。例如，Rü

hland 等[27]利用 VRS 分析发现，加拿大哈德逊湾流域湖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Chl.a 浓度显著上升，

反映出区域气候变暖驱动的初级生产力增强趋势。Michelutti 等[28]在加拿大巴芬岛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全新世以来湖泊初级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敏感。Saunders 等人[29]则通过南半球中纬度湖泊沉积物的

VRS 光谱分析发现，650-700 nm 波段的 Chl.a 及其衍生物的反射率变化与 1911-2000 年间的年均气温显

著相关，基于此建立的定量模型重建了 Tasmania 岛屿湖泊过去约 950 年的年均气温变化。此外，Axford

等[30]利用北极湖泊沉积物 Chl.a、硅藻、地球化学等多指标记录重建了过去 20 万年来的湖泊生态演变，

结果表明 Chl.a 浓度呈现出与轨道强迫驱动的太阳辐射变化密切相关的周期性波动，反映了季节性光照

变化对高纬湖泊初级生产力的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指出，近几十年北极湖泊初级生产力

已偏离了过去 20 万年以来的自然变化模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态状态。由此可见，VRS 所推算的

沉积 Chl.a 浓度已成为揭示湖泊生态系统演化和气候环境变化过程的关键指标之一。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湖泊水体中的总有机碳(Total Organic Carbon, TOC)浓度日益成为衡量水体碳浓

度与营养状态的重要指标。其浓度变化不仅反映湖泊内部初级生产力变化，还受控于流域尺度上植被演

替、土壤侵蚀、陆源有机质输入及人类土地利用强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是揭示“陆-湖”系统耦合

关系的核心指标 [31]。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定性与定量信息在其可见 -近红外光谱(Visible-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VNIR)中表现为稳定的“光谱指纹”，为解析湖泊水体 TOC 变化过程提供了可能[32,33]。通

过建立湖泊表层沉积物 VNIR 光谱与现代水体 TOC 浓度之间的经验回归模型，研究者能够对过去数十年

至数千年的水体 TOC 变化趋势进行重建[33]。这些长期数据不仅有助于识别自然气候变化背景下的 TOC

波动特征，还可作为评估人类活动干扰前参考状态的基准。例如，北欧湖泊的研究表明，过去 500-1000

年间湖泊 TOC 浓度持续下降，近期则在土地利用影响和气候变化作用下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33]。此外，

VNIR 推断模型在湖泊 TOC 重建中的地理适用性已初步得到验证。尽管目前已有的模型多基于瑞典和加

拿大的区域校准数据集[32,33]，但已有研究指出，该技术在跨区域湖泊中的初步应用表现良好，表明其并

非局限于特定地理范围，并具备发展跨区域或全球适用模型的潜力[33]。将 VNIR 光谱反演的湖水 TOC

浓度与沉积 Chl.a 浓度变化趋势相结合，不仅可作为湖泊初级生产力变化的代用指标，还可用于深入揭

示湖泊生态状态与流域环境因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尤其是在响应气候变迁与人类干扰方面的非

线性反馈过程[32]。 

黄旗海位于东亚夏季风的边缘地带，是华北生态安全格局中的关键节点，其水文过程和生态系统对

气候变化与人类扰动高度敏感[34,35]。已有研究从孢粉[36]、总有机碳[37]、地貌演化[38]与遥感监测[39]等角度，

探讨了该区域的气候演变、植被变化与碳循环过程。例如，Tian 等[36]利用沉积物中的孢粉记录重建了全

新世以来黄旗海流域的植被演变历史，并推断出不同阶段的气候特征，揭示了华北地区全新世中期东亚

夏季风的加强。Hao 等[37]通过黄旗海沉积物 TOC 含量变化，量化了过去 6800 年的碳积累率，结果表明

气候变化通过调控植被覆盖和土壤过程，间接影响流域碳汇功能。Zhang 等[38]基于石英脉冲光释光测年

和放射性碳测年，结合地貌剖面调查，重建了更新世以来黄旗海湖面变化历史，结果显示湖泊水位在全

新世早期达到峰值，而全新世中晚期总体呈下降趋势，反映出干旱化加剧与区域水分收支的长期调整过

程。Chen 等[39]通过遥感影像分析，量化了 1976-2020 年间黄旗海流域湿地面积的时空变化，发现湿地面

积持续缩减，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退化明显，揭示了土地利用变化和干旱背景共同驱动下的生态系统退化

风险。然而，对于黄旗海湖泊初级生产力和营养状态的长期演化过程及其驱动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尤

其在近几十年来湖水位持续显著下降、水体面积不断萎缩的背景下，湖泊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如何响

应气候干旱化与人为扰动的双重压力，尚缺乏高分辨率的定量重建与机制探讨。 

鉴于当前对于气候与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湖泊生态系统响应机制的认识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在

东亚季风边缘区这样高度敏感的生态交错带，其生态系统的演变不仅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驱动，还受到

流域植被演替、地貌过程以及湖泊自身演化的综合调节[40]。与此同时，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

也日益成为影响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个核心科学问题是：在过去千年尺度，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了季风边缘区湖泊生态系统的演变？为解答这一问题，本研究首



次将可见-反射光谱(VRS)技术应用于黄旗海沉积物重建 Chl.a 的变化过程，并结合 VNIR 光谱推算的湖

泊水体 TOC 浓度，系统追踪了过去约 1600 年来湖泊初级生产力的长期演变趋势。基于此，综合分析地

球化学(如总有机碳、总氮、总磷、粒度、磁化率和地球化学元素)等多种环境代用指标，探讨了黄旗海

生态系统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主要驱动机制。本研究特别关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对作用强度，

通过识别生态系统发生突变的关键时间节点，厘清自然驱动与人为干扰所引发的生态响应之间的差异。

研究成果有助于揭示东亚季风边缘区湖泊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恢复潜力，为理解高敏感区生态系统多重

压力因子的响应机制提供科学依据，也为湖泊资源可持续管理与气候适应策略制定提供支持。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黄旗海(40°47′~40°54′N, 113°05′~113°23′E, 1268 m a.s.l.)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

旗境内，是内蒙古高原东南部的一个封闭型湖泊。湖泊面积约为 110 km2，最大长度约 20 km，最大宽度

约 9 km，呈不规则三角形。黄旗海共有 19 条入湖河流，其中以霸王河和泉玉林河的补给最为重要
[34,39,41](图 1)。此外，湖泊水量还受到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影响，而蒸发则是湖水支出的主要方式[39]。 

黄旗海位于季风边缘区，地处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过渡地带，属于典型的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

风气候。该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4.5 ℃，每年无霜期为 99 至 113 天，年平均风速为 9 m/s，最大风速可达

20 m/s [42]。年平均降水量为 362 mm，年蒸发量则为 1927 mm，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34]。降水主要集中

在夏季，6-8 月的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66%[43]。 

 

图 1 黄旗海及采样点位置：(a)黄旗海流域地理位置(红色虚线为现代夏季风影响边界)；(b)黄旗海流域地

形及主要入湖河流；(c)黄旗海卫星影像及采样点位置(红色三角形代表 HQH1 钻孔采样点，红色圆形表

示前人研究中的采样点位置，其中点位 1 为 Hao 等[37]研究点位，点位 2 为王永等[48]研究点位) 

Fig.1 Location of Lake Huangqihai and the sampling site. (a) Geographic setting of the Lake Huangqihai basin 

(red dashed line indicates the modern Asian summer monsoon limit); (b) Topography of the basin and major 

inflow rivers; (c) Satellite images of Lake Huangqihai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the sampling site (red triangle 

represents the HQH1 core site, the red circle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sampling sites in previous studies, where 

site 1 is from the study of Hao et al.[37], and site 2 is from Wang et al.[48]) 



湖泊周围的植被以温带草原为主，西北针茅是主要草种，岸边为芨芨草盐生草甸[44]。地面植物种类

包括绣线菊属、沙棘属、虎榛子属、杏、胡枝子属、苔草属、蒿属和藜科等，周围山区常见的树种有油

松、白杄、山杨、白桦、白榆和柳树[41]。 

近年来，黄旗海流域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上

游水库的大规模建设导致入湖河流水量显著减少[45]，加之地下水的长期过度开采，使湖区水位持续下降，

面积急剧萎缩[44,46]。至 2006 年，黄旗海最终干涸，转变为季节性湖泊[47]。 

1.2样品采集与方法 

2023 年 10 月，在黄旗海南部(40°48′21.24″N, 113°16′49.44″E)使用 UWITEC 重力采样器采集了两根

沉积钻孔，分别为 97 cm 长的 HQH1 岩芯和 82 cm 长的 HQH2 岩芯。两根岩芯均以 1 cm 间隔分样，样

品封装后保存在冰箱中低温储存。本研究选取 HQH1 岩芯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年代测定、沉积物 Chl.a、

总有机碳(TOC)、总氮(TN)、总磷(TP)、粒度、磁化率以及元素地球化学指标的测定。 

岩芯的年代测定结合了 210Pb、226Ra 和 137Cs 分析与加速器质谱放射性碳同位素(AMS 14C)测定。210Pb、
226Ra 和 137Cs 比活度的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流域水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完

成，采用美国 EC&G Ortec 生产的高纯度锗井型探测器(HPGe GWL-120-15)，对岩芯顶部 0~40 cm 的 40

个样品进行了分析。AMS 14C 测年由美国 Beta 实验室完成，测定了 5 个全岩有机质样品，其中 3 个样品

出现明显的年代倒置现象，可能与沉积物扰动或样品混杂有关。为确保年龄-深度模型的可靠性，最终选

取了其中两个具有一致性结果的 AMS 14C 样品(对应深度为 80 cm 和 95 cm)用于校准。14C 年龄通过

CALIB 5.1 和 CalPal 软件，基于大气校准曲线转换为日历年。在 R 软件中，使用“serac”程序包基于恒

定通量模型(Constant Rate of Supply, CRS) 建立 210Pb 年代序列，随后结合 2 个 AMS 14C 测年结果，采用

“rbacon”程序包构建整个岩芯的贝叶斯年龄-深度模型。 

磁化率测定使用英国 Bartington MS2B 型便携式磁化率仪，在高频和低频背景下各测 3 次，取平均

值后计算质量磁化率。粒度分析采用英国 Malvern 公司的 Mastersizer 3000 型激光粒度仪(测量范围为

0.02~2000μm)，每个样品测量 3 次并取平均值。TOC 和 TN 含量通过意大利 Euro Vector 公司生产的

EA3000 元素分析仪测定。TP 和元素地球化学分析则使用美国 Leeman Labs Profile 型多通道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ICP-AES)完成，共得到 14 种元素的浓度结果。 

为测定沉积物中 Chl.a 及其降解产物的浓度，本研究采用可见-反射光谱(VRS)技术。首先，取约 0.5 

g 冷冻干燥的沉积物样品，充分研磨并过筛(< 125 m)，以减少含水率和颗粒对光谱特性的影响[26]。样品

在分析前置于与仪器相同的恒温环境中至少 6 小时，以减小温度梯度对光谱测量的干扰。所有反射光谱

由 Model 6500 系列快速分析仪(FOSS NIR Systems Inc.)采集，采用旋转杯模块，在漫反射模式下，于

400~2500 nm 波长范围内每 2 nm 记录一次反射率，共获得 1050 个波长点。每个样点通过玻璃样品瓶底

部直接扫描，平均采集 32 次扫描结果以获得高质量、低噪声的反射光谱。每次样品扫描前均以内置陶瓷

反射标准板进行基准校正，以确保测量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原始反射率数据(R)被转换为表观吸光度(A = 

log(1/R))，并在后续数值分析中应用多重散射校正(MSC)，以有效剔除颗粒和散射等物理因素对光谱的干

扰，从而最大程度保留样品中化学成分变化的光谱响应。最终 Chl.a 及其降解产物的浓度通过建立的光

谱反射率回归模型推算获得[25]。本研究所采用的回归模型参考了 Michelutti 等人[24]提出的最新光谱回归

方程(1)，并基于 650-700 nm 波段内原始 Chl.a 及其降解产物共同吸收特征的光谱响应，构建叶绿素总量

的预测模型，反映沉积物中浮游植物总初级生产力的历史变化。 

 

过去湖水中溶解性有机碳(TOC)浓度的重建，同样参考 Meyer-Jacob 等人[33]更新的可见-近红外光谱

(VNIR)的推断模型。该模型通过建立 VNIR 光谱与现代湖泊表层沉积物所对应水体中实测 TOC 浓度之

间的转换函数，实现了对历史时期 TOC 浓度变化的高分辨率重建。该模型涵盖了从 0.7 至 22 mg/L 的广

泛 TOC 浓度梯度，适用于对中高纬度地区不同营养状态湖泊中 TOC 变化趋势的重建，具有较强的环境

适应性和可靠性。 



沉积物磁化率、粒度、TOC、TN、TP 和地化元素分析均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

与流域水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完成，Chl.a 浓度和推断 TOC 浓度的光谱测定则在加拿大女王大学的古生

态环境评估与研究实验室(Paleo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Laboratory，PEARL)完

成。 

1.3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了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来处理和分析数据，以评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黄旗海沉积物中

Chl.a 浓度的影响。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是一种基于决策树的机器学习算法，最早由 Breiman 于 2001

年提出，广泛应用于分类、回归及预测分析等领域，并能有效评估各因子对响应变量的影响重要性[49]。

与其他算法相比，随机森林通过随机采样数据集进行和选择特征变量，有效降低了过拟合风险，并能缓

解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随机森林特别适用于多变量、多要素交互作用显著的复杂生态系统

研究[50]。 

在本研究中，我们收集了过去 2000 年以来与研究区相关的气温[51]、降水[52]、干湿指数[53]、氧同位

素18O[54]、人口数量[55]和耕地面积[56]等代用指标数据，并结合 HQH1 沉积钻孔的各环境代用指标数据。

首先，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方法探讨黄旗海沉积物中 Chl.a 浓度与气候因素及人类活动的相关性。随

后，以 Chl.a 浓度为响应变量，其余代用指标为解释变量，使用 R 软件中的“randomForest”程序包构建

随机森林模型，评估各因素对 Chl.a 浓度的相对重要性。数据集按照 7:3 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变量重要性和模型显著性检验分别使用“rfPermute”程序包和“A3”程序包实现。 

突变点检测是分析时间序列中结构性变化的有效方法，本研究采用 STARS(Sequential T-test 

Algorithm for Regime Shifts)方法和 F-test 检验法相结合，以提高突变检测的可靠性。STARS 方法通过将

每个时间点作为潜在突变点，并利用临界值比较法识别时间序列中的系统突变[57]。F-test 检验法则基于

序列中某一划分点，通过比较划分前后子序列的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效果，确定最可能的突变位置[58]。在

本研究中，我们对黄旗海沉积物中 Chl.a 浓度的时间序列进行突变点分析。STARS 方法使用 Rodionov

开发的“Regime shift detection”工具[59]在 Excel 中运行，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0.05，样本长度窗口设定为

19.4。F-test 检验则通过 R 语言的“strucchange”程序包，调用函数 Fstats()实现[60]。 

2结果 

2.1黄旗海岩芯年代构建 

HQH1 岩芯的 210Pbex比活度随深度增加整体呈指数衰减趋势(图 2a)，因此采用 CRS 模型来建立铅铯

年代框架(图 2b、附图 1)。根据 CRS 模型计算，210Pb 可用于构建 0~40 cm 深度范围内的年代序列，时间

跨度为 1878-2023 AD(共 145 年)。为进一步完善年龄-深度模型，本研究结合 210Pb 和 AMS 14C 测年数据，

通过贝叶斯建模方法[61]构建了完整的年龄框架(图 2c)。 

AMS 14C 测年共获得 5 个全岩有机质样品的测年结果(表 1)。由于其中 3 个样品的年代结果出现明显

倒置，因此最终仅选取了 2 个可靠的样品进行建模分析，分别位于 80 cm 和 95 cm 深度，对应的校准年

代为 3390 cal. yr BP 和 3631 cal. yr BP。首先，所选的两个样品13C 值更偏负(-25.6‰和-25.3‰)，表明其

有机质来源以陆源植物为主(C3 植物典型范围−22‰至−33‰)，受湖泊老碳或成岩作用影响较小；而排除

的 3 个样品13C 值偏正(> -24‰)，可能混入湖内自生有机质(如藻类13C 通常−18‰至−24‰)或受次生碳

酸盐干扰[62]。其次，黄旗海沉积岩芯剖面显示(图 2c)，岩芯底部（70~90 cm）沉积层序更稳定，以灰色

粘土为主，反映水动力较弱的深水沉积环境；该时段 Fe/Mn 比值也是整个序列中最高值(图 3)，进一步

支持缺氧条件下沉积层序保存完整，受扰动极少，年代保存可靠。因此保留了总体上与地层序律一致的

结果，根据 2 个 AMS 14C 测年数据对 HQH1 沉积岩芯进行了年代控制。为校正碳库效应，本研究将上述

AMS14C 测年结果与 210Pb 外推年龄进行线性拟合，估算碳库年龄为 2178 年。该值高于与 Hao 等[40]在黄

旗海湖心报道的 1440-1573 年，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采样点位于黄旗海南部近岸区(图 1c)，受河流携

带陆源老碳影响，而湖心区域因水深较深，溶解无机碳（DIC）可与大气 CO2 充分交换，碳库年龄更低
[63,64]。此外，采样时黄旗海近干涸，近岸区陆源输入占比升高，进一步放大碳库效应[65,66]。尽管与湖心



数据存在差异，但本研究碳库年龄与王永等[48]对黄旗海近岸研究的碳库年龄估算(2690 年)较为接近，进

一步支持近岸带碳库效应普遍偏大的结论。此外，通过将 HQH1 沉积岩芯中 C/N 比值与同区域数据[37]

进行对比发现，关键层位(400-1400 AD)C/N 比值峰值均出现在 10~16 范围(附图 2)，表明有机质来源与

沉积环境具有时空连续性，进一步支持本研究年代框架的合理性。贝叶斯年龄-深度模型结果显示，HQH1

岩芯底部(97 cm)对应的校准年代为 335 AD(约 1615 cal. yr BP)，平均沉积速率约为 0.6 mm/yr，记录了近

1600 年来的沉积历史(图 2c)。 

表 1 沉积物岩芯 AMS14C 测年结果 

Tab.1 The AMS14C dating results of the core HQH1 at Lake Huangqihai 

样品编号 深度(cm) 测年材料 
AMS14C 年龄

(2σ)(a B.P.) 
δ13C(‰) 

Beta - 688339 24 全岩有机质 3260±30 -23.5 

Beta - 688340 49 全岩有机质 4340±30 -23.6 

Beta - 688341 71 全岩有机质 4150±30 -23.9 

Beta - 692436 80 全岩有机质 3150±30 -25.3 

Beta - 688342 95 全岩有机质 3390±30 -25.6 

 

 

图 2 黄旗海沉积钻孔年代框架。(a)210Pbex比活度随深度变化趋势；(b)沉积钻孔基于 CRS 模型得出的 210Pb 年代结果；(c)通过

“rbacon”程序包建立的年代-深度模式以及沉积钻孔照片(红色虚线代表各深度对应的最佳年龄，灰色阴影部分代表 95%置信

区间，深灰色虚线代表置信区间上下限，红色圆圈代表 AMS14C 年龄取样位置) 

Fig. 2 Age framework of sediment core from Lake Huangqihai. (a) Trend of 210Pbex specific activity with depth; (b)210Pb age results 

from the CRS model; (c) Age-depth model established using the “rbacon” package and sedimentary core photo (the red dashed line 

represents the best age corresponding to the depth, the gray shaded area shows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and the dark gray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 upper and lower limits of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and red circles represent sampling locations for AMS 14C age).  

 

2.2黄旗海沉积叶绿素 a及多指标变化特征 



黄旗海沉积钻孔中多环境指标的变化揭示了湖泊环境演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特征。其中，820 AD 和

1900 AD 是两个关键转折期，各主要指标在这两个时间节点均出现显著变化(图 3)。沉积物 Chl.a 浓度变

化范围为 1.09~2.12 g/g，平均值为 1.58 g/g。在 820-1500 AD 期间，Chl.a 浓度达到峰值(平均 1.75 g/g)，

反映出该阶段湖泊初级生产力较高；1500-1900 AD 期间，Chl.a 浓度(平均 1.14 g/g)相比前一个阶段有所

下降，但仍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而在 335-820 AD 和 1900-2023 AD 这两个时段内，Chl.a 浓度整体较低，

表明湖泊初级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 

重建的湖泊水体 TOC 浓度趋势与沉积物中的 TOC 和 TN 含量变化较为一致：在 820 AD 之前，TOC

浓度处于低值水平；820-1900 AD 期间显著升高并保持稳定；1900-2000 AD 之间快速下降至最低值，之

后略有回升(图 3)。C/N 比值整体呈下降趋势，从早期的 18 左右下降至后期的 10 左右，表明有机质来源

可能逐渐由陆源植物碎屑向内源藻类转变。沉积物磁化率自岩芯底部持续稳定上升，直到 1150 AD 开始

略有下降，至 2000 AD 之后则出现明显跃升，可能与流域侵蚀增强或人为扰动加剧有关。中值粒径与

Fe/Mn 比值的变化趋势一致，820 AD 之前总体呈下降趋势，820-1500 AD 期间明显上升，1500 AD 以来

有所减小，1900 AD 之后大幅降低，反映了湖泊水动力和氧化还原条件的波动。自约 500 AD 开始，TP

和 Ti 浓度显著增加，并在 820-1900 AD 期间保持稳定高值，表明流域物质输入增强。 

 

图 3 黄旗海沉积钻孔理化指标随深度变化的趋势图。图中指标分别为沉积物 Chl.a 浓度、湖水 TOC 浓度、沉积物中 TOC 含

量、TN 含量、C/N 比值、磁化率、中值粒径、Fe/Mn 比值、TP 浓度和 Ti 浓度 

Fig. 3 Trend plot of physicochemical indicators with depth for the sediment core from Lake Huangqihai. The indicators include 

sediment Chl.a concentration, lake water TOC concentration, sedimentary TOC content, TN concent, C/N ratio,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median grain size, Fe/Mn ratio, TP concentration, and Ti concentration. 

 

2.3不同时期黄旗海沉积物叶绿素 a与环境及人类活动因子的关系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沉积物中 Chl.a 浓度与气候因素、地球化学指标及人类活动因子之间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显著差异(图 4)。在 335-820 AD 期间，Chl.a 与干湿指数、磁化率、Ti、TP、人口数量

和耕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而与降水量和中值粒径呈显著负相关，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不显著(图 4a)。

其中，TP、Ti、磁化率与 Chl.a 的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分别为 0.54、0.42、0.42，表明流域物质输入与

湖泊营养是该时期影响湖泊初级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在 820-1500 AD 期间，Chl.a 与干湿指数(r = 0.47，

P < 0.01)、气温(r = 0.43，P < 0.01)及中值粒径(r = 0.37，P < 0.01)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图 4b)，反映出气候

变化在调控湖泊初级生产力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 1500-1900 AD 期间，Chl.a 浓度与人口数量(r = 0.52，

P < 0.01)、耕地面积(r = 0.45，P < 0.01)、Fe/Mn 比值(r = 0.44，P < 0.01)、TP(r = 0.44，P < 0.01)均呈显



著正相关(图 4c)，表明人类活动对湖泊营养输入的增强成为影响湖泊初级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因素。进入

1900-2023 AD，耕地面积(r = -0.57，P < 0.01)和人口数量(r =- 0.51，P < 0.01)与 Chl.a 浓度呈显著负相关(图

4d)，同时与降水(r = -0.43，P < 0.01)和磁化率(r = -0.27，P < 0.05)也呈负相关关系，这可能反映出现代时

期土地利用方式和水文条件(如湖泊水位下降)的改变，抑制了湖泊初级生产力。 

 

图 4 不同时期黄旗海沉积 Chl.a 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P ＜ 0.05，标记为*，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P ＜ 0.01，标

记为**，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Fig. 4 Correlation between Chl.a and various indicators in Lake Huangqihai sediments at different periods (P < 0.05, marked *,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the 0.05 level; P < 0.01, marked **,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the 0.01 level) 

 

为进一步明确不同时期各驱动因素对黄旗海 Chl.a 浓度变化的相对重要性，采用随机森林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图 5)。结果表明，在 335-820 AD 期间，TP、Ti、磁化率和干湿指数是影响沉积 Chl.a 浓度变

化的主要因子(图 5a)，与相关性分析结果一致。820-1500 AD 期间，干湿指数成为主导因素(图 5b)，表明

气候变化，尤其是干湿状况，对湖泊浮游植物生长起到关键调控作用。1500-1900 AD 期间，干湿指数仍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相对贡献显著上升(图 5c)，反映出人类活动开始对湖泊

初级生产力产生更显著影响。1900-2023 AD 期间，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分别成为影响 Chl.a 变化最主要

的因子，降水亦表现出较强影响力(图 5d)。值得注意的是，气温和 TP 在该阶段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提

示现代时期湖泊初级生产力的变化机制发生转变，可能受到水文过程(如水位变化)及人类土地利用方式

的更直接干扰。 



 

图 5 随机森林模型评估不同阶段各环境因子对黄旗海沉积 Chl.a 的相对重要性 

(圆圈大小表示变量的重要性，深灰色圆圈表示该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 > 0.05)。 

各时期分别为：(a) 335-820 AD；(b) 820-1500 AD；(c) 1500-1900 AD；(d) 1900-2023 AD 

Fig. 5 Random forest model to asses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environmental factor on the sedimentary Chl.a in the Lake 

Huangqihai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size of the circle indic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ariable, and the dark gray circle indicates that the 

variable did not pass the test of significance, P>0.05). The periods were 

(a) 335-820 AD; (b) 820-1500 AD; (c) 1500-1900 AD; and (d) 1900-2023 AD 

2.4黄旗海生态系统突变检测 

基于沉积物中 Chl.a 浓度变化，采用 STARS 方法识别出黄旗海生态系统在历史时期发生过三次潜在

突变，分别发生在 370 AD、820 AD 和 1950 AD(图 6a)。其中，820 AD 附近的突变最为显著。此外，F

检验结果也在 820 AD 左右识别出显著转折点(图 6b)，与 STARS 方法检测出的主要突变时间高度一致，

进一步支持黄旗海叶在 820 AD 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生态系统转变，可能标志着湖泊生产力状态或浮游植

物群落结构的阶段性跃迁。 

 
图 6 黄旗海沉积 Chl.a 突变过程检测结果：(a) STARS 突变检测结果；(b) F-test 突变检测结果 

Fig. 6 Regime shift detection results in sedimentary Chl.a of Lake Huangqihai: (a) STARS regime shift detection results; (b) F-test 

regime shift detection results 

 



3讨论 

3.1过去 1600年黄旗海湖泊生态环境演变 

根据 HQH1 沉积钻孔中沉积学、生物地球化学及地球化学指标的综合变化特征，本研究将黄旗海

1600 年以来的生态环境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约 335-820 AD)：气候相对稳定背景下流域过程主导的低初级生产力时期 

该阶段，黄旗海沉积物中的 Chl.a 和湖水 TOC 浓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图 7)，尤其在约 500-650 AD

期间，湖水 TOC 浓度降至全记录最低值(图 7f)，反映出湖泊初级生产力较低、有机质积累能力较弱。来

自万象洞的石笋氧同位素δ18O 记录表明[54]，该时期东亚夏季风强度增加，区域气候整体较为湿润(图 7a)，

与公海地区孢粉重建的年降水量增加(图 7b)趋势一致。然而，尽管气候湿润、水文条件较好，湖泊初级

生产力未见显著提高。这可能与降水增强带来的流域径流加剧有关：该时期黄旗海木本花粉含量极低(图

7d)，表明流域木本植被覆盖度较低，在降水增强的背景下，流域侵蚀增强，使得地表径流携带大量陆源

碎屑物质进入湖泊，导致水体浑浊度升高、光透度下降，最终限制了藻类光合作用和初级生产力[67]。磁

化率的升高和中值粒径增大(图 3)证实了这一时期陆源粗颗粒输入显著增强[68]，进一步支持了光限制机

制对初级生产力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北方地区重建年均温在该时期明显偏低(图 7c)。低温条件不仅

直接抑制了藻类的生长代谢，还减缓了流域土壤有机质的矿化速率，导致营养盐供应不足。此外，该阶

段 Fe/Mn 比值相对较低(图 7h)，通常反映湖泊底层水体处于相对氧化环境，有利于 Mn 的沉淀富集，从

而降低 Fe/Mn 比值[69,70]。尽管湿润气候可能导致水位上升，但该结果表明湖泊仍维持较强的水体混合或

底层通气条件，未形成稳定的还原环境，进一步限制了营养盐在沉积层的释放[71]。同时，该时期沉积物

中 TP 浓度在该阶段也处于整个记录的最低水平(图 3)，进一步表明营养盐的限制。C/N 比值在 14-18 之

间(图 3)，说明沉积物有机质来源主要为陆生植物与藻类的混合输入[72]。该时期气候湿润和流域植被覆

盖度低促进了陆源碎屑物质进入湖泊，同时也通过增加光学限制、维持氧化环境和削弱内源营养释放，

间接抑制了湖泊的初级生产力和有机质沉积能力。 

阶段二(820-1500 AD)：气候暖湿背景下营养输入增强与初级生产力增加的响应时期 

该阶段黄旗海沉积记录显示湖泊生态系统发生了显著变化(图 3)。沉积物中 Chl.a 与湖水 TOC 浓度

达到了最高值(图 7e、f)，表明湖泊初级生产力和有机质积累能力明显增加，可能与中世纪暖期温暖湿润

的气候背景密切相关。区域气候资料显示，北方地区年均温明显上升(图 7c)，这一增温过程直接促进了

藻类的代谢活动与繁殖速率[73]。与此同时，万象洞石笋18O 记录反映该时期东亚夏季风强度总体增强[54]，

与公海孢粉重建的年降水量增加(图 7b)趋势一致，表明水热条件显著改善，有利于流域植被生长和土壤

风化过程的加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820-1500 AD 期间，沉积物中的 Chl.a 浓度变化与温度波动和

重建的公海降水量呈现显著同步性(r =0.43, P<0.01; r =-0.25, P<0.01) (图 7)，这进一步支持了湿润气候条

件促进初级生产力提升的假设。TP 浓度的同步升高表明湖泊营养水平提升，可能源于流域风化与侵蚀增

强导致的外源营养物质输入增加，进而促进了藻类的繁殖与初级生产力上升。与此同时，C/N 比值下降

至约 11(图 3)，表明湖泊有机质中藻类来源占比增加[72]，进一步支持湖泊处于高生产力状态。在此期间，

黄旗海树木孢粉浓度的升高(图 7d)显示流域植被覆盖度增加，与气候变暖、降水增强背景下植被生长繁

茂趋势一致[36]，为湖泊提供了稳定的有机质和营养来源。流域侵蚀和物质输入的加强亦体现在 Ti 浓度升

高和中值粒径增大(图 3)，表明降水增加背景下流域径流增强和风化加剧，土壤侵蚀增强，更多的陆源颗

粒物质输入湖泊，可能加速了湖泊营养物质与元素(如 Ti)的沉积[74]。同时，Fe/Mn 比值升高(图 7h)可能

反映湖泊水位上升或水体氧化还原条件转变，表征水文条件变化对沉积环境的调控作用增强。该时期湖

泊沉积物中元素(如 Ti、Fe、Mn)浓度整体上升，记录了流域物质输入和气候变化共同驱动下的地球化学

响应过程。因此，在温暖湿润气候背景下，黄旗海湖泊生态系统对增强的水热条件表现出高度敏感性，

表现为营养输入增强、藻类生产力上升、有机质沉积增加和沉积环境的改变，反映了该阶段湖泊对区域

气候变化的显著生态响应。 

阶段三(1500-1900 AD)：小冰期背景下湖泊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增强的响应 



 

图 7 近 1600 年以来黄旗海沉积物记录与气候记录、植被状况及人类活动记录的对比：(a)万象洞石笋氧同位素18O 记录[54]；

(b)公海湖基于花粉重建的降水量[52]；(c)北方地区基于花粉重建的年均温[51]；(d)黄旗海树木花粉含量[36]；(e)HQH1 钻孔沉积

Chl.a 记录；(f)HQH1 钻孔 VNIR 推算的过去湖水中 TOC 浓度；(g)HQH1 钻孔中值粒径；(h)HQH1 钻孔 Fe/Mn 比值；(i)HQH1

钻孔 TP 浓度；(j)黄旗海区域人口数量[55]；(k)中国耕地面积记录[56] 

Fig. 7 Comparison of sediment records of Lake Huangqihai with climate, vegetation, and anthropogenic records over the last 1600 

years: (a) Oxygen isotope records (18O) of stalagmites in Wanxiang Cave [54]; (b) Pollen-based reconstruction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Gonghai Lake[52]; (c) Pollen-based reconstruction of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China [51]; (d) Tree pollen from 

Lake Huangqihai[36]; (e) Sedimentary Chl.a record in HQH1 core; (f) TOC concentrations of lake water inferred by VNIR in HQH1 

core; (g) Median grain size in HQH1 core; (h) Fe/Mn ratio in HQH1 core; (i) TP concentration in HQH1 core; (j) Population size in 

the Lake Huangqihai area[55]; (k) cropland area records of China [56] 

 

小冰期期间，万象洞石笋δ18O 值升至最高值(图 7a)，与北方地区孢粉重建的年均温呈下降趋势(图

7c)和公海孢粉重建所揭示的降水量减少趋势(图 7b)一致，指示东亚夏季风显著减弱，区域气候由温暖湿

润转为寒冷干燥。然而，在这一冷干气候背景下，黄旗海湖水 TOC 和沉积物中 Chl.a 浓度仅表现出轻微

下降(图 7e、f)，未呈现出与气候变化相一致的剧烈波动。此外，包括沉积物 TOC、TP、及 Ti 浓度在内

的多项指标均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维持相对稳定(图 3)，表明尽管区域气候冷干，湖泊营养水平与环境



状态并未出现明显退化。这种稳定性表明其他变量必须有足够的变化来抵消温度的影响，凸显了其他驱

动因素对湖泊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随机森林模型结果(图 5c)显示，人类活动相关变量(如耕地面积和人

口数量)对湖泊沉积 Chl.a 浓度的解释度显著上升，反映出人类活动在湖泊生态演化过程中的影响力增强。

这一结果与黄旗海流域树木孢粉含量显著减少一致(图 7d)，指示植被覆盖度下降。考古与历史资料显示，

约在 1650 AD 后，黄旗海流域农业活动显著增强[41]。研究区附近岱海孢粉记录同样显示，约 1550 AD 后

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显著增加，可能与清代人口压力推动的大规模“出关”迁徙有关[75]。具体而言，该时

期农业扩张与人口增长(图 7j、k)可能促进了外源营养盐输入，部分抵消了因气候转冷干带来的营养限制，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湖泊的初级生产力水平。此外，中值粒径和 Fe/Mn 比值的下降(图 7g、h)表明

水动力扰动减弱、沉积环境趋于稳定，有利于营养输入和水体理化特征的平衡[76]。因此，本阶段黄旗海

湖泊生态系统在小冰期冷干气候背景下由于人类活动增加，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响应特征，体现了对气候

变化、流域过程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耦合效应。 

阶段四(1900-2023 AD)：人类干扰增强与湖泊水文萎缩双重驱动下的湖泊生态系统响应 

进入 20 世纪以来，黄旗海湖泊生态系统呈现显著退化趋势。尽管华北地区气温持续升高(图 7c)，

Chl.a 浓度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尤其在 1950-2000 AD 期间下降最为显著(图 7e)。Chl.a 与气温呈显著负

相关(图 4c, r = -0.39, P < 0.01)，表明在黄旗海地区典型的蒸发大于降水气候背景下，气温升高未能促进

浮游植物生产力，反而加剧了湖泊的水分亏缺。黄旗海位于干旱-半干旱的东亚季风边缘区，湖泊水量收

支长期受蒸发主导，处于水资源易失衡的临界状态[77]。近年来，气温升高与降水减少并行，进一步扩大

了区域蒸发-降水差异，导致湖泊水位持续下降。这种水位下降直接限制了浮游植物生长所需的适宜水体

深度、光照环境和栖息空间，进而引发初级生产力的显著下降。 

在此期间，湖水 TOC 浓度与沉积物中 TOC 含量均表现出同步显著的下降趋势，同时伴随着中值粒

径和 Fe/Mn 比值降至整个记录中的最低值(图 3)。湖水 TOC 浓度和沉积物 TOC 含量的显著减少可能由

多重过程协同驱动：一方面，水位下降限制了流域有机质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湖泊的水文通量与路径，从

而减少了陆源有机质输入；另一方面，随着湖体萎缩导致水体面积缩小，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所依赖的

生态空间减少，降低了湖泊内源有机碳的积累能力。Chl.a 浓度的持续减少亦支持了这一趋势(图 3)。这

些特征均一致反映了湖泊水位的明显下降、水体显著萎缩的过程。Fe/Mn 比值的显著降低(图 3)，反映了

湖泊氧化还原条件趋于氧化状态，进一步支持水位下降和湖泊萎缩的推断。与此同时，中值粒径的减小

表明湖泊沉积环境从近岸高能条件转变为湖泊萎缩后低扰动的封闭环境，促使细颗粒物质的沉积[68]，这

一系列变化指示黄旗海已进入水位显著下降、低扰动的沉积阶段。 

随机森林回归结果显示(图 5d)，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是 1900 AD 以来影响沉积物 Chl.a 变化的主要

因子，表明人类活动对湖泊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已超越气候因子，成为生态系统变化的关键驱动机制。已

有研究表明，黄旗海流域在近现代经历了土地利用格局的显著变化，包括农业扩张、草地退化和湖岸开

垦，导致地表植被覆盖下降，削弱了土壤保持与有机质输入功能，同时改变了流域水文过程与养分循环
[39,78]。另外，黄旗海流域的水利工程建设，大规模地下水抽采则是造成湖泊水位下降的关键机制[77]。据

报道，乌兰察布市地下水年开采量由 1990 年的 3.3 亿 m³增至 2021 年的 4.2 亿 m³，地下水位深度由 5.79 

m 下降至 11.9 m，地下水位显著下降，削弱了湖泊与地下水之间的水利联系，减少了湖泊对干旱气候的

缓冲能力[77,79]。湖泊面积缩小、水深变浅限制了浮游植物的栖息空间与适宜光照条件，进一步抑制了初

级生产力。此外，农业施肥与灌溉可能在局部区域营养盐输入增加，带来一定的富营养化风险。然而，

由于整体水体萎缩、水文通量减弱和藻类生态空间受限，营养盐水平提高并未导致初级生产力的增加，

反而通过影响水体透明度和光照环境，进一步加剧对浮游藻类群落的生态压力。这些人类活动对流域径

流过程及植被覆盖的扰动，加剧了湖泊萎缩与有机碳循环之间的耦合变化。 

总体上，黄旗海生态系统的演化趋势从 1500 AD 开始即呈现出从气候主导向人类活动-水文调节主导

的显著转变，尤其自 1900 AD 以来，在气候升温、蒸发增强以及人类用水压力持续加剧的共同作用下，

使得水文胁迫(湖泊水位下降)成为影响湖泊初级生产力和有机碳循环的关键限制因素。这种由气候变化

与人类活动耦合驱动的湖泊退化趋势在华北及其他干旱-半干旱地区具有普遍性[80,81]。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黄旗海湖泊 TOC 浓度的显著下降趋势，与中高纬度温带湿润地区 20 世纪以

来普遍观察到的湖泊“褐化(browning)”现象明显不同。例如，在北欧、加拿大等地，湖泊 TOC 浓度的

上升常被归因于气温升高、土壤有机碳释放增强与酸沉降减弱等因素[82]。然而，在黄旗海所处的干旱-

半干旱生态区，水资源的减少成为主导湖泊碳收支变化的关键因子，表现为 TOC 浓度的整体下降。这一

对比强调，不同气候区与土地利用背景下，湖泊碳循环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因此，在干旱区湖泊的生态演化研究中，需综合考虑水文变化与人类扰动的双重驱动，共同解析其生态

转型与系统退化过程。 

3.2中世纪暖期期间气候变化驱动黄旗海生态系统突变 

基于沉积物 Chl.a 浓度的突变点检测结果，黄旗海生态系统在约 820 AD 前后经历了一次显著的生态

突变，表现为以浮游藻类为代表的生物指标的快速跃迁，而多地球化学和沉积学指标则呈现出缓慢变化

的特征(图 3、图 6)。Chl.a 浓度在此时期显著上升，并在随后数百年维持在较高水平(图 7e)，表明初级生

产力进入了新的稳态阶段。同时，C/N 比值下降至 11，TOC 浓度与 TP 含量同步升高(图 7f、i)，进一步

反映浮游藻类生产力的增加和外源营养输入加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湖泊生物群落在 820 AD 前后表

现出突变，但反映流域过程的地球化学指标(如粒度、磁化率、元素等)则表现为渐变(图 3)。这种响应差

异，可能源于生物对外界胁迫的非线性响应机制。根据 Scheffer 等人(2001)的理论[83]，当外部压力(如气

候变化或营养输入)缓慢积累并接近系统阈值时，生态系统可能会突然发生跨越式转变，从一种稳态跃迁

至另一稳态。区域温度重建结果显示，该阶段北方地区年均温度升高至近两千年记录的峰值[51] (图 7c)；

万象洞石笋δ18O 值降低(图 7a)，表明东亚夏季风增强、降水量上升，形成暖湿气候背景。这种同步增强

的水热条件显著改善了流域植被覆盖，增强了土壤发育与风化过程，从而逐步加剧了入湖营养物质的输

入。土壤侵蚀指标(如 Ti 浓度、中值粒径)及 Fe/Mn 比值的上升(图 3、图 7h)，进一步证实陆源物质输入

的增加，沉积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方面，升温可能直接促进了藻类的代谢与生长速率，尤其对温

度敏感的藻类，如蓝藻[84]；另一方面，降水增加还通过土壤风化与径流过程增加了可利用营养物质的输

入，从而促进了湖泊中有机质的增加[85]。此外，湖水位上升改善浮游植物生境条件[86]，可能强化了营养

输入-浮游藻类扩张-透明度下降的正反馈机制[87]。上述多重机制的耦合驱动湖泊生态系统跨越生态阈值，

从而实现在中世纪暖期背景下从低生产力、较少营养输入的状态，转变为以浮游藻类为主导的高生产力、

高有机质的状态，体现出湖泊系统在长期气候演化中的非线性响应模式。然而，沉积物中反映流域过程

的环境因子(如粒度和元素浓度)则受控于植被覆盖与土壤演替过程，这些过程在暖湿气候背景下导致的

土壤风化和营养物质输入是长期累积的过程，因而在沉积记录中表现为渐变趋势[88]。这些响应差异体现

了湖泊生态系统在长期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非线性阈值响应特征[83]。 

相较之下，尽管近现代人类活动显著增强(如土地开垦、水体萎缩和农业扩张等)，但其扰动往往是

局部、非同步扰动，难以促使生态系统多因子同步跨越阈值[89]。此外，中世纪暖期后湖泊生态系统发生

突变后已进入以浮游藻类主导的高生产力的稳态，自组织结构和反馈机制的增强提升了系统的生态弹性
[90]，表现出对扰动的更强缓冲能力与抗干扰性。因此，即使近年来人类活动持续增强，湖泊生态系统更

多表现为“渐进退化”而非“突变跃迁”的演替路径[91]。 

4结论 

黄旗海湖泊沉积记录揭示了华北季风边缘区湖泊生态系统在过去 1600 年以来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的动态非线性响应过程，凸显了气候-流域-湖泊相互作用机制在生态系统演化中的关键作用。在

335-820 AD 期间，湖泊生态系统主要由气候和流域过程主导，湖泊初级生产力维持在较低水平。约 820 AD

以来，区域暖湿气候驱动黄旗海生态系统跨越临界阈值，湖泊初级生产力显著提升。自 1500 AD 开始，

耕地扩张与水土流失加剧可能导致湖泊中营养输入的持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藻类生长水平，湖

泊逐渐进入人类活动与气候共同驱动阶段。自 1900 AD 以来，农业用水增加、地下水超采和湖泊水资源

利用等人类压力叠加升温背景，导致水文胁迫加剧，导致湖泊水位持续下降，初级生产力显著降低，生

态退化趋势明显。 



上述演变过程表明，湖泊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具有明显的响应阈值与反馈机制，气候变化可

通过放大流域过程(如植被-侵蚀-营养)触发生态系统状态突变；而近现代人类活动则逐步取代气候，成为

影响湖泊生态过程的主导因子。因此，为有效维护湖泊生态功能，未来亟需基于气候—流域过程—水文

调节—湖泊生态系统多维耦合机制，构建科学的水资源调控和土地利用管理体系，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的

韧性与适应性，为干旱-半干旱地区湖泊的可持续管理提供经验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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